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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

临床上常见且最难以治愈的精神障碍之一，其治疗

效果欠佳，愈后时间长，给患者正常生活社交带来极

大不便。强迫症的临床表现多为反复出现不受控制

的、闯入性的、令人痛苦的表象、思维、冲动等 (强迫

观念 )，同时，还有可能出现伴发的为减轻焦虑痛苦

而产生的一些仪式化的重复行为症状 (强迫行为 )。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事件相关电位 (ERP)、神经功能成像技术等对强迫症

患者的脑功能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神经影像

学的研究表明，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 (CSTC)通
路功能障碍在强迫症的病理生理机制中起着重要作

用［1］。磁共振成像 (MRI)的Meta分析报道，强迫症

患者脑结构发生改变，包括前扣带皮层 (ACC)和眶额

皮层 (OFC)区域的体积减小，以及丘脑体积增加［2］。

Glahn等［3］的研究指出强迫症的病因可能包括分布

更广泛的脑系统功能结构障碍，包括边缘系统和凸

显网络。Zhu等［4］的研究探讨了强迫症患者整个大

脑中神经元的异常自发活动，结果发现强迫症患者

的CSTC回路和凸显网络的神经元活动异常。同时，

尾状核和丘脑的功能障碍广泛参与强迫症的病理生

理机制［5］，皮质基底神经节也与强迫症的发生存在

一定联系［6］。由上述可以看出，强迫症的病理生理

机制与大脑的结构改变和功能障碍密不可分。

认知功能是指人脑加工、储存、提取和使用信

息的能力，是人们成功完成各种活动最重要的心理

条件，感知、记忆、注意、思维、概念形成和推理等能

力都包含在认知功能中。认知功能与大脑额叶、顶

叶、边缘系统和丘脑等区域都有密切联系，同时，强

迫症的病理生理机制与CSTC通路密切相关，表现

出CSTC功能受损，因此两者有较为一致的脑功能区

域，国内外一些研究也表明，强迫症患者的某些认知

功能明显受损。

1 强迫症的注意功能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根

据注意的功能，可将其分为持续性注意、选择性注

意、集中性注意以及分配性注意。强迫症的临床症

状表现为对不重要、非目标的其他刺激过分关注，表

明强迫症患者的选择性注意可能存在功能障碍［7］。

国内外学者对于强迫症患者的注意功能进行

了一定研究。采用注意控制量表 (Attentional Control 
Scale， ACS)评估［8］和d2实验［9］证明强迫症患者选

择性注意功能受损。同样，Dittrich和 Johansen［10］发

现强迫症患者会产生过量的不可用的注意资源来克

服视觉干扰的现象，不能进行有效的注意控制从而

导致其选择性注意受损。强迫症患者选择性注意存

在偏向性，当强迫症患者处在焦虑或其他不安全的

强迫情境下，其注意会不受控制的指向引起焦虑感

的威胁刺激且难以转移，强迫症患者存在对威胁性

刺激的注意偏向，包括注意朝向、注意脱离困难、注

意回避的缺陷［11］，因此患者对于目标刺激的关注相

应减少，表现出注意功能的受损。关于选择性注意

功能的神经机制，Vaghi等［12］对强迫症患者认知灵

活性和目标导向的计划性进行了影像学的测量，结

果发现，强迫症患者无法将注意从先前维度转换到

形成新的注意定势与包括腹外侧前额叶 (VLPFC)区
域的大脑网络之间较为虚弱的静息连接状态有关。

关于持续性注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认为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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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的持续性注意功能并未出现明显损害，例如

Milliery等［13］的研究通过持续性操作任务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在控制变量后，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症患

者的持续性注意并不受损。为了控制药物治疗的影

响，研究者以未服药的儿童强迫症患者为被试，采用

DS持续性操作测验任务 (DS-CPT)等方法测量了其

持续注意的情况，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强迫症患者

与健康对照组的持续性注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

但也有研究证明存在一定损害，认为在持续工作测

试［15］等任务中强迫症患者的持续性注意表现较差。

综上，强迫症患者的持续注意功能是否受损还未有

定论，需有更多研究来证明。

关于集中性注意的研究是强迫症中最为常见的

研究，主要采用连线测验的A部分 (TMT-A)进行测

试，有些研究认为强迫症患者存在集中性注意功能

的损害［16-17］，但近期研究并未发现这种损害［18-19］。

由上可知，强迫症患者注意功能的受损情况还

处于一种未确定的状态，今后的研究应该在控制用

药和共病的情况下增加样本量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强

迫症患者进行研究。

2 强迫症的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是认知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有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指个体对其行为和思想进行

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但目前心理学界对于其理

论解释、本质界定以及具体分类仍存在不少争议。

因为“执行功能”这一概念出自前额叶皮层损伤的

研究，前额叶皮层的损伤引起了一系列神经心理的

缺陷，如：计划、概念形成、抽象思维、决策、认知灵

活性、利用反馈、按时间先后对事件排序和对动作的

监控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对应的一系列能力就

是“执行功能”这一术语最初的含义。

前文已提到，大量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证实CSTC
环路与强迫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

执行功能异常与前额叶-纹状体功能障碍存在相关，

其功能区域与强迫症异常脑区大体一致［20］，该环路

功能障碍会导致执行功能受损。由上可知，强迫症

患者执行功能存在一定损伤，大量实验研究也证明

了这一点。研究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WCST)
测量强迫症患者执行功能障碍情况，结果发现，强迫

症患者的执行功能受损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临床症状

的严重程度相关［21］。Dittrich和 Johanseen［10］采用汉

诺塔实验测量了强迫症患者的执行功能得到了同样

的结果。最近的几项Meta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尽管

文献中存在异质性，但强迫症与广泛的执行功能损

害存在中到大程度的相关［15，22］。

关于强迫症患者执行功能神经机制的探讨，传

统上人们常常将执行功能和前额叶皮层这两个术语

交替使用，认为执行功能障碍与前额叶损伤直接相

关。Del等［23］使用 fMRI发现强迫症患者任务相关

的额叶脑回上、下部以及内侧均出现左侧激活，丘脑

出现全区激活，额叶中部、顶下小叶及岛叶皮层出现

双侧激活，并且通过减法分析发现强迫症患者左额

中回的激活增加，进行任务时也显示右侧尾状核功

能受损。而未经治疗的强迫症患者通过大脑局部血

流监测也能够发现右侧颞叶、左侧额叶直回、左侧丘

脑、眶回局部血流量与其执行功能显著相关［24］。

由上可知，强迫症患者确实出现执行功能损害

情况，抑制控制能力、模式转换、认知灵活性、计划

和决策能力等都被认为是强迫症的潜在内表型标记。

2.1 转换功能与认知灵活性 转换功能是指从一

种认知行为模式转换到另外一种认知行为模式的功

能，常与认知灵活性共同讨论。研究中常采用连线

测试B部分 (TMT-B)以及WCST对模式转换和认知

灵活性进行测试，同时由于计算机任务能够以更具

体和更可控的方式评估行为的灵活性，也有研究者

选用计算机化的内外维模式转换测试 (ID/ED)、逆反

学习 (RL)任务以及任务切换 (TS)来测量灵活性。

由于强迫症患者存在一些刻板、重复的观念和

行为，因此认为其灵活性以及转换功能即根据上下

文线索改变行为的能力存在受损现象，大量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强迫症患者中，使用TMT-B测

试发现其模式转换与认知灵活性均出现损害［16，18］；

采用WCST测试的研究能够强有力的证明强迫症患

者灵活性存在损害［17-18，25］；采用RL任务［26］和TS任
务［27］的大部分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与健康组的灵

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

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异质性以及方法所关注的具体指

标不同所引起的。Zhang等［19］对早发性强迫症患者

的执行功能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其存在特定的执

行功能缺陷，且通过与亲属执行功能的对照，发现患

者和对照组之间存在一个中间表型，提示执行功能

如认知灵活性和反应抑制可能是早发性强迫症的症

状。由上看出，尽管使用的实验范式有明显的差异，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结果支持强迫症患者灵活

性受损的假设。

关于强迫症患者转换功能的神经机制，Morein-
Zamir等［28］使用 fMRI技术对强迫症患者执行功能中

的停止和转换功能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转

换功能中出现左侧顶叶皮层的激活，同时经过全脑

分析发现在强迫症患者转换功能中，尾状核和丘脑

有明显的异常激活。Vaghi等［12］使用静息态功能连

接结果发现尾状核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功能连接的

减少有选择性地降低认知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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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计划功能 Martoni等［29］认为计划能力是认知

功能的一个关键方面，要求受试者确定并组织实现

目标的必要步骤，常采用汉诺塔及其衍生任务等问

题解决的任务对其进行研究。有研究认为强迫症患

者执行功能中的计划和工作记忆功能受到损害［22］。

Martoni等［29］采用伦敦塔测试对强迫症患者计划功

能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在不同难度的测试中，强

迫症患者的思考时间与准确性同健康对照组存在差

异，表现为思考时间较长，准确性较低，因此说明强

迫症患者计划功能存在损害。还有大量研究对强迫

症的计划功能进行了测量，整体趋势任务其计划功

能存在损害［19，25］，但也有少部分研究认为强迫症患

者不存在计划功能的损伤［30］。

关于计划能力的神经机制，研究者认为在计划

阶段，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症患者背外侧前额叶皮

层、尾状核和壳核活性下降，额叶纹状体通路功能连

接减少［12］。

2.3 抑制控制功能 由于无法抑制重复和不愉快的

思想和行为，抑制控制功能障碍一直被认为是强迫

症的一个核心特征。抑制控制不是一个单一的功能，

包括运动 (或行为 )反应抑制和干扰控制 (或认知抑

制 )。认知抑制主要通过Stroop实验进行测量，同时

还有直接遗忘任务、Flnaker任务、思维停止信号任

务以及负启动范式。通过以上方法进行实验，大部

分研究的结果均发现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抑制功能受

损［16-17，19］，但部分研究也发现强迫症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认知抑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在神经认知

学的观点下，一些研究也同样表明强迫症患者的冲

动对其决策［31］和反应抑制［32］有影响。Kashyap等［17］

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相比，显示出扫

描、视空间工作记忆、计划时间、概念形成、冲突解

决、反应抑制、决策和非语言记忆编码的缺陷。

关于动作反应抑制能力，可以分为行为约束和

行动取消，多采用Go/No-go任务以及停止信号任务

(SST)进行测量，采用Go/No-go任务进行测验的研究

结果具有不一致性，一些研究认为强迫症患者的抑

制能力发生改变［33］，另外的研究则发现相反的结

果［34］。而采用停止信号任务进行测量的研究则表

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研究者们均认为强迫症患

者的抑制能力发生变化［32，35］。总之，有证据证明强

迫症的抑制控制发生了改变。

关于抑制功能和灵活性的神经机制，研究者认

为该功能障碍与眶额叶纹状体通路有关［36］。研究还

表明，在反应抑制过程中，强迫症患者尾状核、丘脑

和扣带回特异性增加，激活减少［35］。

2.4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

加工和贮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在许多复杂的

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脑功能定位研究表明额叶对

工作记忆起重要作用［37］，而同时额叶皮层也与强迫

症存在重要联系，因此工作记忆与强迫症存在一定相

关，不少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大量研究证实强迫

症患者的工作记忆受到损害［16-17］。Vandborg等［38］

研究证明在进行与工作记忆相关的神经心理测验

时，强迫症患者视空间记忆及中央执行系统功能全

面受损。

关于强迫症患者工作记忆的神经机制，与对照

组相比，强迫症患者工作记忆相关的ACC［39］、背外

侧前额叶皮层 (DLPFC)以及右侧尾状核［40］出现异

常。Koch等［39］研究还发现患者存在运动前区和额

下回的过度激活。

2.5 其他 执行功能中还包括其他相关功能，比

如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决策功能。Dittrich和
Johanseen［10］认为决策是一种认知机制，与不同的执

行过程有关，并涉及评估各种选项的环境信息的能

力，确保根据每个选项的积极性和负面性采取行动；

决策的有效性需要对每个选项的结果确定性进行一

定程度的预测。强迫症的特点是习惯性怀疑和明显

无力做出决定，从这一角度看，强迫症患者的强迫行

为可以被定义为决策失败，因此对于强迫症患者来

说，特别是在不确定情景下，做出决定非常困难。

以往关于决策行为的研究证明，风险决策与不

确定性决策之间有着根本区别［41］。风险决策是指

结果不确定，但结果概率已知的决策；不确定性决

策 (模糊决策 )是指结果和结果概率都未知的决策。

剑桥博弈任务 (CGT)一般用来评价风险决策，而不

确定性决策多选用爱荷华博弈任务 (IGT)进行测试。

Dittrich和 Johanseen［10］采用CGT和汉诺塔测试，结

果发现与健康对照比较，强迫症患者的决策功能受

到损害，但大部分对于风险决策的研究均认为强迫

症患者决策功能未受到影响［33］。而采用 IGT评价

不确定决策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大部分研

究认为强迫症患者确实存在决策功能的改变［17，26］。

Pushkarskaya等［42］通过一些决策任务选项考察被试

决策能力，结果发现决策过程中基于价值的选择在

强迫症中存在异常，对于儿童来说，发现了同样的结

果［43］。风险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结果差异在于任

务的不同性质，前文提到 IGT的结果的概率是未知

的 (如奖赏概率未知 )而GCT结果概率是已知，因此，

强迫症患者只有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决策功能才有受

损。Cavedini等［44］的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决策功能

的神经机制与DLPFC和OFC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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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患者执行功能的研究还包括对言语流畅

性的研究，言语流畅性是语言能力 (尤其是词汇通达

能力 )和执行控制的指标。常用的测量方式为控制

语词联想测验，该功能与强迫症的关系得出的结论

存在不一致现象，有些研究认为强迫症患者言语流

畅性受损［16］，有些研究则认为强迫症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45］。因此，对于言语流畅

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 强迫症的记忆功能
Benzina等［46］认为大多数强迫症患者报告说他

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地执行了一个行动，而不是

仅仅想象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不确

定导致强迫症患者进行屡次检查等行为。强迫症中

研究最多的就是情景记忆，情景记忆是指对过去的

个人事件的记忆，包括对语言和非语言信息的记忆。

3.1 言语记忆 既往研究认为，强迫症患者的言语

记忆功能受到一定损害。研究者通过加州言语学习

测验 (CVLT)及其衍生测验［16］、雷伊听觉言语学习

测试 (RAVLT)［17-18］对强迫症患者的言语记忆进行测

量，结果均发现其言语记忆出现受损的情况。

3.2 非 言 语 记 忆 Rey-Osterrieth复杂图形测试

(RCFT)是最常用的测试非言语记忆的工具，它可以

评估即时和延迟的回忆，以及评估在编码 (复制 )阶
段所采用的组织策略；还有研究者采用视觉保持测

验 (Benton Visual Retention Test， BVRT)对非言语记

忆进行测试。采用RCFT的研究表明，在再认阶段，

强迫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表现不佳［17］；而在编

码阶段，有研究认为存在损害［17］，有研究发现不存

在损害［18］，因此是否存在损伤还不明确。非言语记

忆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空间记忆，大部分研究发现

强迫症患者的空间记忆存在损害［47］。可以看出，强

迫症患者不管是言语记忆还是非言语记忆均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损伤，但是这种损伤不仅仅是初级记忆

缺陷，还包括编码阶段受损以及空间记忆受损所提

示的组织策略缺陷。

4 强迫症的情绪功能
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

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研

究认为，情感失调是强迫症的一个显著特征［48］。

强迫症患者的情绪功能在某些研究中通过述情

障碍进行表述，患有述情障碍的人难以识别和描述

自己的情感并且难以区分的情感和身体的感觉。还

有研究从情绪调节方面进行，Jacob等［49］使用情绪

调节量表 (ERC)对儿童强迫症患者进行了测试，结

果发现其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差。关于情绪的调节

作用，Dittrich和 Johanseen［10］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模

糊性的影响，强迫症患者决策困难可能是由于在强

烈的情绪激活下充分处理信息而造成的。Roh等［50］

使用情绪面孔刺激检测了情绪干预对强迫症患者行

为监控的影响，结果发现被情绪干预的患者出现了

更大的错误相关负波，意味着情绪干预对强迫症患

者行为监测存在影响，也就表明了额叶-纹状体网

络中的情感功能是强迫症的部分神经基础。 
综上，强迫症患者的情绪情感功能确实存在一

定程度的异常，同时，强迫症患者的情绪情感功能又

能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为强迫症的治疗提供了一定

的借鉴。

5 展望
根据对既往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强迫症患者

的认知功能存在障碍且都有一定的认知神经机制做

基础，但不同的研究所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是

由于无关变量导致，提示既往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

以及亟待改进和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首先，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研究结果之间

的异质性，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差异，不同

测验任务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同，对于测量品质观

察的角度不同；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实验者对任务难

度、任务流程、指导语的解读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实

验结果。以上这些均提示今后的研究需要有更为标

准化的操作流程，以及更具有特异性的更具体的探

测任务范式，来对某一具体特质进行深入精确的探

查而非整体化的粗略的探讨。

第二点主要集中在强迫症本身的异质性。强迫

症是一种异源性疾病，具有不同的病理机制以及不

同的症状表现形式 (不同亚型 )，不同的表现形式例

如强迫检查、强迫清洗等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功能

损害，如果不加区分直接进行测试，有可能会导致差

异的产生。今后应对不同亚型强迫症患者的认知功

能进行区分研究。

第三点则考虑到强迫症的共病，强迫症共病现

象非常普遍，包括共病抑郁、恐惧、焦虑、精神病性

症状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但由于被试范围的限

制，很多研究并未考虑共病的问题或者即使意识到

了也无法做到完全排除共病的影响，在之后的研究

中，对纳入被试的选择、筛查以及剔除需要多加留意。

第四点是关于用药的思考，很多研究者都认为

药物的使用对于强迫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研究存在较

为严重的影响，除了某些精神类药物由于作用于神

经系统能够直接影响到认知功能外，随着药物治疗

进程的推进，也会影响到强迫症患者的症状严重程

度，会对研究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选用未经药物治疗的强迫症患者或亚临床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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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以及强迫型人格障碍患者作为被试，或者是直

接将药物治疗作为研究的一个自变量，探讨不同药

物治疗阶段强迫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变化，也可以由

此间接证明认知功能障碍是强迫症的表现型，为今

后强迫症的诊断提供依据。

最后一点是关于强迫症患者自身特异性的探

讨，被试本身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性别、年龄等

都有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差异，今后的研究需要做

好被试水平上无关变量的控制。

综上所述，既往关于强迫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研

究，大部分集中于单个功能的独立研究，但少有研究

者将各种认知功能结合起来进行测查，但认知功能

作为一个整体，各种认知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

作用，例如情绪可以对决策功能产生影响等。因此，后

续研究可以增加对强迫症患者认知功能的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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